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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建设如何提升人群慢病防控效果
——基于湖北省24市的组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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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健康城市建设提升人群慢病防控效果模式，为提升建设水平、改善人群慢病防控效果

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必要性条件分析方法，以湖北 24 市为例，探讨健康城市健康环

境、社会、文化、服务建设提升人群慢病防控效果的组态路径。结果：2条实现高慢病防控效果的组态中，Q1以

高健康环境、社会、文化为核心条件，Q2以高健康社会与服务、非高健康环境为核心条件；2条非高慢病防控效

果组态中，NQ1 以非高健康环境和服务为核心条件，NQ2 以高健康环境与服务但非高健康文化为核心条件。

结论：健康环境—社会—文化协同、健康社会—服务双核互动是驱动人群高水平慢病防控效果的典型模式，健

康环境与服务双重缺失以及健康文化建设滞后均会导致人群慢病防控效果达不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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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ls of health city construction i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opulation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nhancing the level of health city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ing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Taking 24 cities 
in Hubei Province as examples， this study adopted fsQCA and NCA methods to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environment， society， culture， and services of healthy cit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pulation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sults： Two configurations achieving high effectiveness of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identified： Q1 takes high health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culture as core conditions， 
while Q2 takes high health society， service， and non-high health environment as core conditions.  Additionally， two 
configurations resulting in non-high effectiveness of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found： NQ1 takes non-

high health environment and services as core conditions， and NQ2 takes high health environment， service， and non-

high health culture as core conditions. Conclusions： The synergy of health environment-society-culture and the dual-
core interaction of health society-service are the typical models driving high-level effectiveness of population chronic 

·人口健康·

* 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项目（250071470）
作者简介：吴绍棠（1984年—），男，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中国建设与卫生政策。E-mail：271563111@qq. com
通讯作者：杜文娟。E-mail：dwj_olive@163. com

58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26 年 1 月第 19 卷第 1 期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oth the dual lack of health environment and health service， and the lag in health 
culture construction will lead to the failure of population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meet expectations.

【Key words】 Healthy City；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nfiguration study； Hubei

1 引言

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

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中国城市长期以来

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诸多健康挑战：一方面，老龄化加

速、饮食和生活方式不科学、疾病谱改变等，使城市

人口面临的健康风险日益凸显［1-2］；另一方面，中国心

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慢性病死亡人数占居民总死亡的比例超过 80%［3］，且
城乡慢病相关风险因素分布存在明显差异，譬如城

市肥胖患病率普遍高于农村［4］。由此可见，当前中国

城市慢病防控既面临发病率、致死率居高不下的刚

性压力，还需破解城市慢病风险因素多元复杂的难

题。事实上，为提升城市健康治理水平，世界卫生组

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启动了

“健康城市项目”，并迅速成为全球性健康治理实践

活动。［5］

回顾现有文献，学者们对健康城市建设的人群

健康效应开展了相关研究。已有文献表明，开展健

康城市建设，可以降低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6］，缓解

居民压力和抑郁等负面情绪［7］，提高居民幸福感和生

活质量［8-9］。也有一些学者评估了健康城市建设对人

群健康的综合效应，如 BAI 等发现中国 38 个试点健

康城市建设政策可促进人群相关健康指标提升。［10］

然而，健康城市建设对人群慢病防控的影响研究较

少，且相关研究往往将健康城市项目视为多投入—

多产出复杂系统，或整体验证健康城市建设对人群

健康的影响，或分开检视各建设要素（如建成环境、

社会保障、健康服务等）的健康效应。但各建设要素

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并非线性关系，往往会形成各种

组合，产生协同作用，但这些组合协同的影响路径与

作用机制尚不明晰。

根据全国爱卫办历年评价结果，湖北省近年来

健康城市建设成效突出，宜昌市和武汉市连续多年

入选全国健康城市样板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入选

全国 30个样板市的两个城市。与传统回归分析技术

不 同 ，组 态 视 角 的 定 性 比 较 分 析 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 一 种 果 之 因 的 方

法［11］，能够诠释原因条件的相互依赖和不同组合构

成了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基于复杂系统

理论与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

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和 必 要 性 条 件 分 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方法，以湖北省 24 个城市为例，探讨

健康城市建设提升人群慢病防控效果的组态路径，

旨在为提升健康城市建设水平、改善人群慢病防控

效果提供证据参考。

2 研究设计

2. 1 研究案例

fsQCA方法适用中小规模样本，一般以 15~80个

案例为宜。［12］本研究基于全国爱卫办组织的 2022年

度健康城市评价工作，选取湖北省参评的 24个城市

为研究案例样本，包括 13个地级行政区、4个省直辖

县级行政区、7个国家卫生城市（县级行政区）。

2. 2 组态模型

世卫组织将健康城市界定为“一个不断创造、改

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不断扩大社区资源，使居民

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互相支持的城市”。［13］

根据复杂系统理论，健康城市是复杂巨大的人造、开

放、动态系统，涉及环境、社会、文化、服务等诸多建

设维度。［14-15］不同于简单的人造空间集合，健康城市

是人类基于健康需求主动设计同时具备自组织演化

能力的人造复杂系统，体现着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供给等环节的人为干预，且城市主体

（政府部门、居民、社会组织等）将产生自适应行为

（如健康生活方式选择、社区健康互助），使健康城市

整体功能超越了单一子系统的功能叠加，具备主体

适应性催生系统演化的核心特点。［16］作为开放系统，

健康城市在物质层面依赖外部环境维持系统稳定，

在信息层面通过接收全球城市健康治理经验维持系

统有序。作为动态系统，城市健康状态的变化并非

线性因果，将通过“蝴蝶效应”引发系统整体变化。

如社区绿地覆盖率的小幅提升可能通过改善微气

候、提供休闲空间，间接促进居民户外活动频率，进

而推动健康文化氛围形成，最终反向优化公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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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需求结构。

已有研究表明，健康城市项目或试点建设有助

于提升改善人群慢病防治效果。［9-10］例如，城市公园

可达性对心脑血管患病有抑制作用［17］，良好城市建

成环境有利于控制慢病发病率［18-19］。结合健康社会

决定因素模型来看，2016年 8月全国爱卫办印发《关

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全爱卫

发〔2016〕5 号），要求从改善健康环境、优化健康服

务、构建健康社会、营造健康文化、培育健康人群五

大维度协同推进健康城市建设。因此，这些建设维

度正是人群慢病防治的社会影响因素，且这些因素

存在着动态交互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健康城市建设面临人

口老龄化加速、地方财政支持下降、政策制度拥挤复

杂、众多城市项目竞争等挑战［10］，环境、社会、文化、

服务等建设维度在理念目标、行为逻辑、资源保障上

可能出现重叠竞争或共生协同关系。例如，有研究

指出，健康文化与健康服务的重叠竞争导致了资源

内耗与功能冗余。［10］这表明，健康城市建设维度间的

复杂关系将催生多样化的建设组合样态，并带来不

同的人群慢病防控效果。因此，基于复杂系统理论

与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模型，健康城市的健康环境、健

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服务将作为影响人群慢病防

控效果的前因条件，协同提升人群慢病防控效

果（图1）。

2. 3 变量测量

本研究借鉴《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
版）》，结合相关研究指标［14，20］，筛选了健康环境、健

康社会、健康文化、健康服务四个条件变量的观测指

标 38项。其中，健康环境遵循保护、建设、治理逻辑

设置 9项指标，包括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健康

社会着眼用人单位、全社会主体健康维护职责，设置

了职业健康检查覆盖率、食品抽样检验 3批次/千人、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等共 8项指标；健康文

化围绕健康氛围、健康知信、健康行为筛选了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等共 10项

指标；健康服务聚焦卫生资源、卫生服务、产业支撑

选择了 11项指标，包括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县域内

住院量占比等。本研究选定人群慢病防控效果作为

结果变量，将糖尿病控制率、高血压控制率、重大慢

病过早死亡率作为观测指标。

2. 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4 个城市向湖北省卫生

健康的上报材料，并采取三个步骤进行验证。第一

步，基于往年数据，对其中有明显逻辑错误的上报数

据，向地方卫生健康部门反馈核实。第二步，结合湖

北省卫生健康委 2021年健康湖北建设重点考核指标

数据，对第一步无法核实的数据进行替换矫正。第

三步，随机抽检武汉、随州和十堰，比对 3个城市统计

年鉴、统计公报等公开数据。通过以上核查，本研究

缺失 4 项指标 10 个观测值，分别为个人卫生支出占

卫生总费用比重（4个）、大健康产业规模占GDP比例

（3 个）、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2 个）、城市生活污水

集中收集率（1 个），这些缺失数据占比低（1. 02%），

没有出现集中于某一维度或某个城市的聚集性缺

失，且属于连续性相对指标的随机缺失。为此，本研

究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补齐。最终，获得 24个城市

41项指标，共984个观测值。

2. 5 数据分析

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观测值进行标准化处

理，采用熵权法对所有指标进行客观赋权，以百分制

计算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水平。采用直接校准法，

图1　健康城市建设提升人群慢病防控效果的组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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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量 3个校准锚点分别设定在第 90、50、10百分位

数，对应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锚点。通过

R4. 3. 1软件，采用上限回归（Ceiling Regression，CR）
和上限包络分析（Ceiling Envelopment Analysis， CE）
两种估计方法，分析条件变量的必要性效应量及蒙

特卡洛置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采用CR方法进行瓶

颈水平分析，评估产生特定结果水平需要单个条件

变量满足的必要水平值。［21］利用 fsQCA4. 1软件进一

步检验必要条件，构成必要条件的判断标准为一致

性大于 0. 9；将对象频数阈值设为 1、原始一致性阈值

设置为 0. 8、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 7［22］，进行组态

充分性分析。通过调整对象频数阈值与变量校准锚

点两种方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3 结果

3. 1 变量校准与描述性分析

表 1 所示，2021 年湖北省 24 个城市慢病防控水

平均值为 61. 94分，其中洪湖市得分最高、大冶市得

分最低。四个条件变量均值介于 60~67分之间，从高

到低分别是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服务、健康文

化。健康环境得分最高的是枝江（75. 47分）、最低的

是荆州（44. 66 分），健康社会得分最高的是武汉

（85. 44分）、最低的是石首（51. 67分），健康文化得分

最高的是潜江（80. 47分）、最低的是石首（38. 04分），

健康服务得分最高的是十堰（80. 52分）、最低的是大

冶（39. 33分）。

3. 2 必要条件分析

表 2 显示，健康环境与健康社会的 CE、CR 检验

效应量 d值均小于 0. 1且P值大于 0. 05，健康文化与

健康服务的CR检验效应量 d值大于 0. 1但P值均大

于 0. 05，置换检验不显著，表明四个条件变量不构成

慢病防控效果的必要条件。表 3的瓶颈水平分析结

果显示，要达到 50% 的慢病防控效果水平，需要

13. 2%水平的健康服务和 1. 0%水平的健康文化；而

健康环境、健康社会要达到 70% 的慢病防控效果水

平，才存在瓶颈效应。进一步地，fsQCA 的必要性分

析显示，4 个条件变量产生的一致性均小于 0. 9，与
NCA分析结果一致，即不存在产生高/非高慢病防控

效果的必要条件。
3. 3 组态分析

表 4显示，四个建设维度产生了 2条高慢病防控

效果的组态（Q1、Q2）、2条非高慢病防控效果的组态

（NQ1、NQ2），其总体一致性分别为 0. 804、0. 817，总
体覆盖度分别为 0. 627、0. 699；各组态分别能够解释

36. 3%、37. 5%、45. 9%、37. 4% 的案例，且原始覆盖

度均高于唯一覆盖度，表明存在提升人群慢病防控

效果的多条路径。具体而言，高慢病防控效果的组

表1　变量校准与描述性分析结果

健康环境

健康社会

健康文化

健康服务

慢病防控效果

模糊集校准

完全不隶属点

49. 68
57. 82
50. 24
50. 64
30. 96

交叉点

62. 66
65. 84
59. 98
61. 77
65. 20

完全隶属点

73. 57
77. 42
71. 65
73. 86
86. 79

均值

62. 25
66. 70
60. 07
61. 93
61. 94

标准差

8. 75
8. 42
9. 27
9. 07

21. 41

最小值

44. 66
51. 67
38. 04
39. 33
14. 98

最大值

75. 47
85. 44
80. 47
80. 52
96. 06

表2　NCA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

健康环境

健康社会

健康文化

健康服务

方法

CE
CR
CE
CR
CE
CR
CE
CR

精确度（%）

100
100

95. 8
100
100
100

91. 7
100

上限区域

0. 012
0. 008
0. 023
0. 039
0. 045
0. 051
0. 063
0. 028

范围

1
1
1
1
1
1
1
1

效应量（d）
0. 015
0. 030
0. 031
0. 034
0. 085
0. 170
0. 132
0. 219

P值

0. 929
0. 924
0. 689
0. 757
0. 581
0. 347
0. 335
0. 159

表3　NCA对单个条件必要性瓶颈水平的分析结果（%）
慢病防控效果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健康环境

NN
NN
NN
NN
NN
NN
NN
1. 1
3. 6
6. 1
8. 6

健康社会

NN
NN
NN
NN
NN
NN
NN
2. 9
7. 7

12. 5
17. 3

健康文化

NN
NN
NN
NN
NN
1. 0
7. 4

13. 8
20. 1
26. 5
32. 9

健康服务

0. 3
2. 9
5. 5
8. 0

10. 6
13. 2
15. 8
18. 4
21. 0
23. 6
26. 1

注：（1）0~100表示结果变量的变化水平；（2）NN＝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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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Q1 由高健康环境、高健康社会、高健康文化为核

心条件构成，以枝江、丹江口、黄石为典型城市；组态

Q2由高健康社会、高健康服务、非高健康环境为核心

条件构成，以当阳、恩施、鄂州为典型城市。非高慢

病防控效果的组态NQ1由非高健康环境和非高健康

服务为核心条件构成，典型城市包括石首、仙桃、洪

湖、天门等；组态 NQ2 由高健康环境、高健康服务和

非高健康文化为核心条件构成，典型城市包括孝感、

随州等。

3. 4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改变数据校准的锚点，将完全隶属点、完

全不隶属点调整至第 95 百分位数和第 5 百分位数，

交叉点保持不变。结果显示，除一致性、覆盖度的数

值大小略微变动外，必要性检验结果以及四个条件

变量的组态模型均未发生本质变化，说明组态条件

构型可靠，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值得说明的是，

2021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城市在卫生资源配

置、人群健康行为、慢病管理等方面有一定特殊性，

可能对本研究结果产生潜在影响。但是，一方面，本研

究的评价指标绝大部分是长期性建设指标（38项指标

中仅有 4 项是短期指标，如食品抽样检验 3 批次/千
人、药品抽样检测合格率），这些指标在短期内不会

因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根本性逆转，仍能体现各城市

健康城市建设水平与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本研究

并非单一变量的因果推断，而是在于识别多条件的

组态路径与协同效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外部冲击对

所有城市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并不会改变各城市在

健康城市建设上的相对差异与组合特征。因此，这

并不会显著影响本研究的稳健性。

4 讨论

4. 1 健康城市建设无法通过单一维度提升人群慢病

防控效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城市建设的任一条件变

量均不是实现高水平慢病控制效果的必要条件。这

揭示出健康城市各建设维度在慢病防控中存在动态

交互的内在关联——即没有任何一个建设维度具备

不可替代性，其缺失并不必然导致高水平慢病防控

效果无法达成。［23］从复杂系统理论看，现代城市已形成

要素高度关联、功能相互嵌套的“超社会有机体”。［24］

这意味着，任何脱离其它条件、孤立推进单一维度建

设的模式，都难以实现慢病防控效果的持续提升。

这一特征在实践中表现为典型的“水桶效应”：健康

城市系统整体的慢病防控效能，不仅受限于建设水

平最薄弱的维度（瓶颈），更取决于各维度间的协同

匹配程度。［25］这一发现，与世卫组织关于慢病防控的

系统性认知高度契合，即慢病防控是受物理环境、社

会经济条件、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以及社区文

化与个体行为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瓶颈

分析表明，当慢病防控效果处于较低水平（<10%）

时，健康服务维度率先呈现出显著的瓶颈效应。这

意味着，快速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质

量，是撬动慢病防控效果改善的基础杠杆。［26］随着防

控效果提升至中等水平（约 50%），健康文化维度的

瓶颈效应逐步凸显。这表明，转变个体和群体的健

康观念、规范健康行为模式、营造全域健康氛围成为

突破瓶颈的关键。［27］当目标指向更高水平防控效果

（≥70%）时，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两大维度的瓶颈效

应集中凸显。这启示我们，若要突破慢病防控的“天

花板”，需将干预重心转向更宏观、更基础性的环境

营造和社会治理层面。［28］

4. 2 健康环境—社会—文化协同提升人群慢病防控

效果

本研究发现，健康环境—社会—文化协同（高健

康环境、高健康社会、高健康文化的核心条件组态）

是驱动高水平慢病防控效果的核心路径（Q1）。这表

明，通过健康城市中健康环境、健康社会与健康文化

的协同建设，可以在慢病防控方面产生系统增值效

能，构建更具韧性的健康城市慢病防控协同体，这也

印证了赵立祥等关于健康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动态交

互特征的研究结果。［29］其中，健康环境为城市居民构

表4　实现高/非高慢病防控效果的组态

前因条件

健康环境

健康社会

健康文化

健康服务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总体一致性

总体覆盖度

高慢病防控效果

Q1
●
●
●

0. 840
0. 363
0. 095

0. 804
0. 627

Q2
⊗
●

●
0. 870
0. 375
0. 143

非高慢病防控效果

NQ1
⊗

⊗
0. 793
0. 459
0. 168

0. 817
0. 699

NQ2
●

⊗
●

0. 897
0. 374
0. 085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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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了物理层面抵御慢病风险的第一道防线［28］，健康

社会激活社区居民维护健康的持续内生动力，健康

文化重塑群体的健康认知框架与行为模式。当然，

这三者绝非孤立发挥作用，而是需要形成正向互馈

的增强回路。如倡导绿水青山能够激发居民生态保

护意识，催生水源地健康饮食文化，而健康饮食文化

的传播又会强化居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愿。这种

协同本质是慢病防控领域结构（环境）—制度（社会）

—认知（文化）的系统性匹配［29］，其防控效能远超单

维干预的简单加总［25］。因此，环境—社会—文化协

同组态清晰揭示了健康城市建设的深层逻辑——慢

病防控成效的跃升，依赖于环境支撑、社会赋能与文

化驱动的深度耦合。

4. 3 健康社会—服务双核互动改善人群慢病防控

效果

本研究发现，组态 Q2 以高健康社会、高健康服

务、非高健康环境为核心条件，是健康城市建设提升

人群慢病防控效果的健康社会—服务双核互动模

式。这一模式表明，无论城市健康环境建设处于何

种水平，若能同时实现健康社会的结构性支撑与健

康服务功能性供给的协同互动，仍能取得较好的人

群慢病防控效果。健康社会通过构建职业健康保

障、公共安全防护与社会保障网络，形成慢病防控的

预防性健康生态系统；健康服务通过优化卫生资源

配置与强化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构建慢病防控的治

疗性健康干预体系。这种双核驱动作用体现在：一

方面，健康社会建设不仅推动社会主体落实健康责

任，而且引导公众形成健康行为、提升居民健康需求

层次，两者共同倒逼健康服务供给侧改革。另一方

面，优质健康服务的功能性供给能够反哺社会资本

积累，例如有研究发现家庭医生签约率每提高 10%，

社区慢病互助组织活跃度上升 24%［30］，这种反哺机

制将推动健康社会资源与健康服务资源的互补。

4. 4 两条非高慢病防控效果的组态模式

本研究进一步识别出了两条导致人群慢病防控

效果未达预期水平的组态路径（NQ1 和 NQ2）。其

中，NQ1 的核心特征为健康环境与健康服务的双重

缺失。此组态表明，当健康环境和健康服务同时缺

失时，即使其它建设维度具备一定基础，也难以实现

良好的慢病防控效果。一方面，良好的环境质量可

直接降低因环境暴露引发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

等慢病风险［31］；另一方面，若缺乏可及性高、专业性

强的基层慢病管理服务，易导致疾病发现延迟、患者

治疗依从性降低、病情控制效果不佳。因此，健康环

境与健康服务的双重短板，直接削弱了城市应对慢

病挑战的支撑能力。NQ2的核心特征是城市在健康

环境和健康服务维度已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健康文

化建设严重滞后甚至缺失。这一特征揭示了健康文

化在健康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健康文化直接塑

造着城市居民的健康认知、态度、价值观及行为模

式。缺乏积极健康文化氛围，居民将缺乏主动获取

健康信息、科学采纳预防措施、有效管理自身慢病的

意识与能力。即使健康环境优良、健康服务可及，居

民仍可能维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这些行为正是

主要慢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由此可见，缺失了健康

文化，单纯依靠健康环境和健康服务难以提升慢病

防控效果。

4. 5 本研究的局限性

一方面，本研究仅覆盖湖北省 24个城市，可能削

弱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案例

范围，纳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人口结构

的城市样本，进一步提升结论的普适性。另一方面，

本研究采用了回顾性的截面研究设计，且 2021年的

数据具有一定局限性，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对慢病防

控效果的监测指标产生了一定干扰、部分健康城市

建设工作可能因防控需求临时调整等。未来研究可

收集纵向数据，采用时序QCA方法，探究组态路径的

变化轨迹及对人群慢病防控效果的动态影响，以减

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潜在干扰。

5 建议

第一，建立跨部门统筹机制，推动健康城市多维

度均衡发展。建议市、县爱卫会常设健康城市建设

专门机构，明确其跨部门统筹协调职能，定期召开健

康城市建设年度会议，协调部门间协作。探索建立

多部门政策协同审查制度，将健康环境、健康社会、

健康文化、健康服务等核心指标纳入政策协同审查

框架。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逐步引入健康影响综合评

估机制，从源头避免单一维度投入冗余、其它维度建

设滞后的失衡问题。

第二，审视城市基础条件，科学规划建设路径。

建议审视城市健康治理的资源禀赋与基础条件，评

估能力优势与短板弱项，结合区域特征制定健康城

市建设规划，选择契合自身发展基础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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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即便健康服务建设存在一定短板，若城市已

具备较好的健康环境、健康社会与健康文化基础，可

优先选择“健康环境—社会—文化协同”路径。例

如，在社区层面统筹规划健康场景营造，将便民健身

设施、无烟环境建设、健康科普宣传阵地纳入城市更

新行动计划，在老旧城区更新中预留健康功能空间。

另一方面，若城市健康环境建设存在显著滞后性，但

健康社会与健康服务基础相对扎实，“健康社会—服

务双核互动”是更具可行性的建设路径。例如，可引

导基层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签订服务协议，为老年

慢病人群定制“基本医疗+慢病管理+康复护理”的医

养结合服务包。

第三，规避健康环境—服务双重缺失与健康文

化滞后两大核心陷阱。相关城市若存在环境短板，

可对城乡结合部、老旧工业区等环境薄弱区域开展

靶向治理，优先投入污水管网改造、工业噪声源管

控、公共厕所升级及社区微型绿地建设；若健康服务

能力不足，应当定向提升局部地区医疗资源与服务

能力，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再平衡。同时，引导地方主

流媒体开设固定健康专栏，常态化传播慢病防控知

识与健康生活方式；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党组织

等阵地，培育社会体育指导员、慢病患者志愿者、专

业医护宣讲员三支健康知识普及与行为干预的基层

队伍；鼓励街道社区探索健康积分兑换等居民健康

激励工具，引导居民主动参与慢病防控关键行为。

第四，健全监测评估与持续改进机制。建议基

于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民政、体育等部门现有数据

采集与监测平台，由爱卫会牵头建立跨部门数据集

成共享平台，推动环境质量、社会保障、医疗资源、健

康服务等核心数据集成与互通。推广与优化全国爱

卫办健康城市建设评价结果应用，由省级爱卫办公

布本省及全国样板市的评价结果（含维度得分、优势

短板分析），为地方对标优秀典型、找准改进方向提

供参考。探索监测—评估—反馈—整改的持续改进

机制，组织第三方开展健康城市建设监测评估工作，

对建设成效突出的城市给予表彰，对存在维度协同

不足、核心短板的城市实施分级预警，并提出个性化

整改建议，同时通过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

报道等方式扩大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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